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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幸福研究的社会经济视角，通过引入收入水平作为中介变

量，将教育程度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也称教育

回报效应），并分析它们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对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研究发现，教育程度与城市居民幸福感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拥有中专、高中

和大学以上学历的个体是最幸福的。在不同的空间条件下，无论对于市场化

程度较高地区还是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教育回报对城市居民幸福感均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在不同的时间条件下，教育回报在高等教育扩招前对城市居

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在高等教育扩招后，这种影响效应则变得不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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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中央电视台的“经济生活大调查”显示，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虽然中国
居民的幸福感持续下降，但教育程度与居民的幸福体验一直呈现较强
的正向关系。以２００９年为例，教育程度为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居民，其
幸福感得分分别为３．４、３．５和３．６。可见，教育不仅是提高人们素质
修养、迈向文明进步的重要途径，同时也肩负着追求个人幸福的终极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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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因此，教育程度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为人们讨论的重要议
题之一。
学术界有关教育程度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主要有两种分析视角

（见图１）。第一种视角从哲学心理意义层面论证二者的关系，遵循从
主观到主观的幸福分析逻辑，其观点为：教育能够改变个体的认知能
力，并使其获得一种幸福感。这种体验产生于两种不同的社会场景：在
工作层面上，人们通过控制劳动过程体验到幸福的感觉（Ｋｏｈｎ，１９７６；

Ｂｉｒｄ　ａｎｄ　Ｒｏｓｓ，１９９３）。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体更有可能置身于生产现
场之外，从事自由度更高、创造性更强的工作。这种工作性质意味着他
们能够摆脱机器和监工的束缚，获得一种控制的快乐，其幸福感随之提
高。在生活层面上，人们通过获得情感支持体验到幸福的感觉
（Ｄｕｋｈｅｉｍ，１９５１；Ｇｏｒｅ，１９７８；Ｌｉｔｗａｋ　ａｎｄ　Ｍｅｓｓｅｒｉ，１９８９）。个人的情感
需求离不开与初级群体的纽带关系，一般地，教育程度越高，个体就越
善于沟通交往，并能弹性处理交往中的矛盾。这种能力不仅有利于扩
展、维持与他人的社会关系，还会使个体获得一种稳定的情感支持，不
断强化他们对幸福的感知程度。
第二种视角从社会经济意义层面论证二者的关系，遵循从客观到

主观的幸福分析逻辑，其观点为：个体通过教育不仅能够提高认知能
力，更为重要的是，还能获得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并使其转化成
一种可带来收益的非物质资本。因此，教育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是通
过改变他们生活的客观条件（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来实现的。这种观
点源于人力资本理论（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和地位获得理论（Ｓｔａｔｕｓ
Ａｔ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中，
由于知识技能与生产效率、经济效益成正比，个体会因知识技能积累的
差异性而获得相应的补偿（Ｍｉｎｃｅｒ，１９７４），即教育程度越高，个体越有
可能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进而增强个体对幸福的感知程度。地位获
得理论指出，个体的社会地位是由先赋和获致两种因素决定的（Ｂｌａｕ
ａｎｄ　Ｄｕｎｃａｎ，１９６７）。然而，工业化的迅速发展打破了依靠代际关系传
承知识技能的社会再生产模式，形成以现代教育为核心的职业地位体
系。所以，教育程度可通过影响个体社会地位获得作用于幸福感。
综观国内外已有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第一种视角，从社会经济意义

层面讨论教育程度对个体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究却很少。所以，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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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教育程度对幸福感影响研究的两种分析视角

究立足于第二种研究视角，以城市居民为研究对象，运用路径分析方
法，将教育程度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分解为直接和间接两种效应：直接
效应指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教育程度直接作用于个体幸福感
的影响效应；间接效应指教育程度通过收入水平这一中介变量影响个
体幸福感，即“教育回报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效应”。此外，由于社会转
型的内源力量和全球化发展的外在冲击不断影响着中国的改革与发展

进程，各区域的特殊性和变迁的时效性可能导致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发
展呈现独特的内在逻辑，并形塑在场个体的行为特征。倘若忽视这种
时空变化条件，将使我们在考察教育程度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程度时
产生偏颇，所以，本研究引入空间和时间两个分析维度来分析教育程度
与个体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特征。基于此，本文将回答三个问题：（１）教育
程度对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的整体影响；（２）在不同的空间条件下，教育
程度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教育回报）对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差异及其原因；（３）在不同的时间条件下，教育程度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
应（教育回报）对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差异及其原因。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教育程度对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的整体影响
通过回顾国外相关研究，基于第二种分析视角，学术界阐述教育程

度对幸福感影响的文献可归纳为两种观点。一是认为教育程度对个体
幸福感有正向影响。无论在英国、德国、瑞士等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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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香港等东亚地区，高学历的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感觉更快乐，对生
活品质的满意度也较高（Ｒｏｓｓ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ｇｅｎ，１９９７；Ｆｒｅｙ　ａｎｄ　Ｓｔｕｔｚｅｒ，

１９９９；Ｔｓｏｕ　ａｎｄ　Ｌｉｕ，２００１）。其原因在于这些地区资源分配方式均以市
场为主导，人力资本越高便意味着可获得的经济资源越多，个体的幸福
感也会相应增加。二是认为教育程度对个体幸福感有负向影响。教育
程度较高的人对自我的期望值相对较高，且与他人相比有一种强烈的
优越感，一旦遭遇失业、经济衰退等困难或危机，其幸福感下降幅度要
比他人多得多（Ｗｉｌｓｏｎ，１９６７；Ｃｌａｒｋ　ａｎｄ　Ｏｓｗａｌｄ，１９９４；Ｌａｙａｒｄ，２００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重大转

型，人力资本也越来越成为影响个人收入的主导因素（Ｎｅｅ，１９８９），所
以，教育程度作为衡量人力资本和劳动力素质的重要指标对个体收入
的增加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体制内也如此）。有学者指出，随着市场
化力量逐渐渗透到体制内，人力资本在国家规制部门的回报也得到了
相应提高。例如，刘精明（２００６ａ）的研究表明，在党政机关等四个体制
内部门中，２００３年的教育收益率比１９９６年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且这种
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体制外教育收益率的增长速度。由此，根据第一种
观点所认为的教育程度对个体幸福感有正向的影响，笔者推断，教育程
度与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也可能呈现正向关系。
然而，教育程度对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是简单的直线关系。西方研

究认为，拥有中等教育文凭的个体是感觉最幸福的群体（Ｈａｒｔｏｇ　ａｎｄ
Ｏｏｓｔｅｒｂｅｅｋ，１９９８）。对于大学生群体的研究也有相似结论，当个体获
得大学文凭后，即便继续升学提高自身的教育程度，其幸福感也不会有
显著提高，二者甚至呈现负向关系（Ｍｉｃｈａｌｏｓ，２００４）。李春玲（２００３）在
研究中国情况时也指出，随着教育年限的增加，个体经济回报也会逐步
提高；但不同区域的教育收益率却有所不同。与农村地区相比，由于城
市地区的市场化与工业化程度较高，高中与中专学历在城市的收益回
报率是最高的。基于此，笔者提出：
假设１：总体而言，教育程度对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但二者并非呈现简单的直线关系。
在文献回顾中，笔者发现，西方学者在控制特定的人口社会特征变

量下，讨论教育程度对幸福感的变化趋势，其中，收入和年龄是被讨论
得最多的重要变量。不少研究认为，在控制收入后，教育程度对居民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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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感的影响会降低。例如，戴维斯（Ｄａｖｉｓ，１９８４）通过分析１９７２－１９８２
年美国居民幸福感的变化情况发现，在控制了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的
情况下，教育程度对幸福感的影响明显减弱，或变得微乎其微。主要原
因在于：教育程度对幸福感的影响很少通过直接效应来实现，而是通过
提高经济地位或职业地位影响个体的幸福程度。基于此，笔者提出：
假设２：在控制了收入后，教育程度对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的正向

效应会减弱。
当引入年龄变量时，研究普遍发现，教育程度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会逐渐减小或变得不显著。从生命历程的角度来看，个体间的物质欲
望在初期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此时，教育程度越高的个体可以通过获得
更多收入以满足自己的欲望，其幸福感自然也较高；但随着生命历程的
推进，人们物质欲望的增量往往大于经济收入的增速，这促使教育程度
对幸福感的影响效应被逐渐削弱（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２００１）。当步入老年阶段，
他们获得资源与收入的主要途径为社会保障的国家再分配体系，不再
是以教育为核心的市场分配体系，这种转变缩小了不同学历群体之间
对幸福体验的差异性（Ｙａｎｇ，２００８）。此外，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更多
采用向下比较的方式来缓解自己的消极情绪，而且，老年人对物质资源
的期望值本身较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较小导致教育程度对幸福感
的影响随着年龄增加而减弱（Ｃｈｅｎｇ，２００４）。基于此，笔者提出：
假设３：随着年龄的增加，教育程度对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的正向

效应会减弱。

（二）不同空间条件下，教育回报对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

　　 的影响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空间不仅是一个具有自然特性和地理特性的
场所，还是一种社会历史的建构。从概念来看，空间蕴含并产生于社会
实践，是社会秩序的特定体现（吉登斯，１９９８：２０６），即空间的建构是在
场个体集体互动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进，凝结成各种常规化的制度结
构。此时，空间不但富含文化、政治与社会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社会
建构过程赋予了空间一套自身的运作逻辑与规则（布迪厄，１９９８：１３４）。
身处不同空间的个体受制于这种客观条件，需要按照空间所特有的资
源分配原则来实现自我的行为。在中国情境下，以市场化为方向的渐
进式改革模式是引起中国经济发展区域差异的重要原因。东部地区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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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改革开放的倾斜政策，通过积极引进外商投资和
发展内源型经济，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相比之下，
中西部地区由于受制于地理、环境和政策等因素，很难在改革开放中获
益。近年来，虽然中西部的市场化水平呈现较快的增长速度，但总体市
场化程度仍然落后于东部地区（阎大颖，２００７）。
中国市场化的空间差异不仅影响了个人的行为特征，也导致了生

产要素对资源分配的贡献程度有所差异。很多研究认为，市场化程度
不同，教育的经济回报也呈现相应的变化（李春玲，２００３；李实、丁赛，

２００３；刘精明，２００６ｂ）。刘精明（２００６ｂ）根据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区分了
私有部门和国有部门，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越高的部门，人力资本的
回报越高。在１９９６和２００３年两个时点，私有部门的教育收益明显高
于国有部门。李实、丁赛（２００３）在分析了１９９０－１９９９年全国６省数据
后也得到类似结果，即私营个体企业给予职工教育的回报最高，而国有
独资企业给予的回报则最低。
上述文献表明，中国市场化的地区差异可能会影响城市居民对幸

福的感知程度。对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个人幸福感的来源主要
通过教育回报来体现，即教育程度通过影响个人收入，从而实现对居民
幸福感的影响；相比而言，对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虽然个人也可
通过教育回报来增加幸福感，但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相比，教育回
报对城市居民幸福感影响相对较弱。因此，笔者提出：
假设４：无论在市场化程度较高还是较低的地区，教育回报对中国

城市居民幸福感均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５：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教育回报对中国城市居民幸福

感的影响效应要比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强。

（三）不同时间条件下，教育回报对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的

　　 影响
　　时间在社会分析中经常被描述成某一模型中诸变量之间的一种因
果联系（哈萨德，２００９：１８）。虽然时间本身不能构成因果联系，但它作
为条件变量加入分析过程，无论是否支持变量之间存在的历时性联系，
都能对因果联系的推断起到验证作用。然而，时间并不仅仅表示为一
种序列位置（Ｍａｒｓｈ，１９５２：４４），而是关于个人活动的社会时间。换言
之，时间是根据个人日常生活和行为特征被建构的，其背后蕴含的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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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更为复杂而宏大的结构模式。从这一层面上来说，时间与社会秩序
是并存的（贝尔特，２００９：１８）。在中国情景下，始于１９９９年的高等教育
扩招是教育改革中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也反映了中国教育结构特征
更新的时间断点，在这一断点的前后两个时间段，教育程度对收入回报
的影响显现出截然不同的机制。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政府一直通过扩大各教育层次的招生比

例增加国民受教育的机会。从１９９９年开始，随着高等教育扩招政策的
逐步落实，大学在校生的规模迅速扩大。从图２可见，１９９２－１９９８年
期间，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总数、普通高校招生人数都处于较为稳定的水
平。然而，自１９９９开始，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总数和每年招生人数急速
上升，年平均增长率高达２０％。截至２０１０年，我国普通高校在校学生
总数已达２　２３１万，其高等教育规模位居世界第一。与此同时，大学扩
招也带来不少负面影响，其中，最为明显的是高等教育收益的压缩效
应。有研究表明，在２０００年以后，高等教育的收益率呈现增长减缓的
趋势，到２００６年，甚至出现停止增长的迹象（何亦明，２００９）。因此，大
学毕业生不得不面对“找工难、起薪低”的困境。由此不难看出，高等教
育在劳动力市场的“贬值”效应将导致教育程度对城市居民幸福感产生
时间的差异，在高等教育扩招前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毕业生，教育回报对
他们的幸福感有显著影响；而在高等教育扩招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毕
业生，由于教育程度在经济收入的回报率下降，直接降低了他们对幸福
的感知程度。所以，笔者提出：

１．中国的高等教育扩招始于１９９９年，本研究需要考察教育程度在劳动力市场的回报效应，
所以，对时点的选择应该限定在１９９９年高等教育扩招后第一批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
份，即２００２年。

假设６：２００２年之前，教育回报对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呈现显著正
向影响。１

假设７：２００２年之后，教育回报对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分析策略
本文重点在于研究教育程度如何影响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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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ｎｄｓｊ／）

图２：１９９２－２０１０年全国高等教育招生变化趋势

笔者首先采用逐步回归方法，考察教育程度对幸福感的直接影响，检验
与之相关的三个假设；然后通过引入收入水平作为中间传递变量，采用
路径分析方法，将教育程度对幸福感的影响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
应，并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比较这两种影响效应的差异程度。

２．样本与调查的详情参见中国社会调查开放数据库：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ｓｓｏｄ．ｏｒｇ／ｉｎｄｅｘ．ｐｈｐ。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自２００５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ＣＧＳＳ２００５）。２该调

查采用多阶分层抽样的方法，以中国２２个省、４个自治区（不含西藏自
治区）、４个直辖市（不含港澳台）共２　８０１个区县单位为初级抽样单元
（ＰＳＵ），并对其中１２５个区县的１０　３７２人进行访问调查。其中，城市
样本为６　０９８人，农村样本为４　２７４人。考虑到本研究重点是教育程度
对城市居民的幸福感的影响，因此，样本对象为年龄在１８－７０岁之间、
户口性质为非农的城市居民，经过简单的数据处理和筛选后，最终得到

５　４００个分析样本。

（三）变量设计
１．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幸福感。学界一般将幸福感操作

化为“您认为自己幸福吗”等单维度测量问题，但这种方法过于简单和
模糊，时常让被访者难以回答。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幸福感是一个复合
型变量，它主要由个体对生活的评价和个体在一定时期内的情绪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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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维度构成（Ｄｉｅｎｅｒ，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其中，前者包括个体对生活的总
体满意度和对具体事物（如工作、家庭、休闲和财产）的满意度，后者包
括个体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本研究遵循幸福感多维测量的立场，
虑及数据的可操作性，最终选取总体幸福感、工作满意度、３积极情绪
和消极情绪构成幸福感的４个子变量，且通过因子分析方法，将其合并
成一个数值型的复合变量：幸福感因子得分。具体而言，总体幸福感操
作化为“您对自己所过的生活的感觉是怎样”；工作满意度操作化为“您
对自己目前（或最后一次）工作的满意程度是怎样的”，回答选项为：非
常不幸福／非常不满意、不幸福／不满意、一般、幸福／满意和非常幸福／
非常满意，并依次赋值１－５分；积极情绪操作化为“您认为您现在生活
中开心的部分会占到您整个生活的几成”，回答选项为：１－１０成，分别
赋值为：１－２成＝１分，３－４成＝２分，５－６成＝３分，７－８成＝４分，９－
１０成赋值为５分；消极情绪操作化为“您是否因为一些情绪问题（例如焦
虑，抑郁或易怒的感受）而感到困扰”，回答选项为：完全没有感到困扰、
很少感到困扰、有些感到困扰、很感到困扰和非常感到困扰，分别赋值

５－１分。因子分析结果见表１。

３．在个体对生活评价方面，由于２００５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并没有直接测量总体生活满意度
的指标，故本研究只能将测量限定在个体对具体事物的满意度。同时，基于现有文献对指标
信度和效度的考量，最终选择工作满意度作为衡量个体对生活评价的指标。

表１：幸福感因子分析结果
因子负荷值 共同度

幸福感构成
要素

总体幸福感 ０．７６５　 ０．５８５
工作满意度 ０．５５６　 ０．３１０
积极情绪 ０．７９９　 ０．６３８
消极情绪 ０．６４７　 ０．４２０

特征值 １．９５１
累积方差（％） ４８．８

因子得分

最大值 ２．４２６
最小值 －３．９０２
均值 ０
标准差 １

　　２．中介变量　收入水平为本研究的中介变量。它操作化为：“您

２００４年的全年总收入是多少元，包括工资、各种奖金、补贴、分红、股
息、保险、退休金、经营性纯收入、银行利息、馈赠等所有收入在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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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得到人均月收入作为衡量收入水平的数值型变量。并且，考虑到收
入呈现的是偏态分布，因此，在纳入模型时需要对其进行对数化处理。

３．核心自变量　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为教育程度。基于研究思
路与目的，教育程度操作化方法有两种，一种则将它转化成“教育级别”
的类别变量，具体操作化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职高／技校、中专、
大专和本科及以上７类；另一种将它转换成“教育年限”的数值型变量，
没有受过正式教育为０年，小学一到六年级分别为１－６年，初中一到
三年级分别为７－９年，高中一到三年级分别为１０－１２年，职高、技校
和中专分别为１２年，大专为１５年，本科为１６年，研究生及以上为１８
年。需要说明的是，前者仅用于实证分析结果第一部分的教育级别模
型，４其他模型涉及的教育程度变量均操作化为教育年限。

４．教育级别模型需要将教育程度进行类别化处理，这是因为本研究希望检验不同的教育级
别与幸福感是否只是呈现简单的直线关系，与假设１相对应。此外，本研究还将教育程度的
类别变量和数值型变量分别纳入统计模型，发现二者的研究结果基本类似。限于篇幅，文章
在其他地方不再报告教育程度类别变量的数据结果。

４．控制变量　以往的幸福研究发现，除了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
外，个体幸福感也会受其他变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性别、年龄、婚姻状
况和健康水平等方面。性别分层会导致男性和女性的幸福感存在较大
差异，因为女性在工作、报酬、生活休闲和家庭地位等方面处于相对劣
势，所以，她们对幸福的感知程度普遍低于男性（Ｓｈｍｏｔｋｉｎ，１９９０）。年
龄与个体幸福感之间呈现正Ｕ型关系，中年人的幸福感最低（Ｏｓｗａｌｄ，

１９９７）。婚姻状况同样对个体幸福感具有调节作用，已婚者的幸福感明
显高于未婚者（Ｒｏｓｓ，１９９５）。在健康水平方面，个体的健康水平越低，
其幸福感就越低。这是由于个体身心都受到病痛的折磨，以及高昂的
医疗费用有可能使其陷入生活的困境（Ｗｏｌｆｓｏｎ，１９９９）。在中国情境
下，个体幸福感还有可能受到党员身份、户籍所在地和单位性质等特殊
变量的影响。党员身份作为一种政治资本，有助于个体获得其他形式
的有价资源，这种资源获得与占有的优势会影响个体对幸福的感知程
度。另外，中国户籍制度背后所隐藏的资源与福利分配的差异，造成群
体间的利益格局处于分割状态。这种分割不仅体现在城乡之间，同时
也存在于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即便工作与生活在同一座城市，但户
籍身份的差异将导致外地人无法与本地人享有同等的权利与资源，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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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降低了他们对幸福的感知程度。体制则是另一种影响个体获取资源
的制度性条件，处于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个体在工资收入和福利待遇等
诸多方面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也有可能影响他们对幸福的感知程度。
基于此，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健康水平、党员身份、户籍所在地和单位
性质等７个变量均作为控制变量，用于分析幸福感的影响模型。
在收入分层领域中，现有研究已经充分论证和说明在中国情境下

决定个体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通过文献回顾，笔者将性别、年龄、党
员身份、父亲教育年限、户籍所在地、单位性质、产业类型和所在区域等

８个控制变量纳入分析收入水平的影响模型。

５．条件变量　本研究的条件变量为所在区域和扩招时间。在幸
福感和收入水平的影响模型中，所在区域５根据被访者的调查省份操
作化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并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其中。同
时，这种空间差异主要体现在不同省份间的市场化程度，所以，作为条
件变量，所在区域根据该省份的市场化水平６被操作化为市场化程度
较高或较低的地区。以２００２年为时点分为扩招前和扩招后。

５．区域操作化参照１９８６年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通过的“七五”计划报告、１９９７年全国人大八
届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定》，以及国家发改委［２０００］３３号文件等。

６．各省份市场化水平评判标准主要参考樊纲等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

２００６年报告》，据此，再将ＣＧＳＳ２００５涉及的调查省份由高到低进行排序，前１２名的省份被
操作化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区域，后１２名的省份被操作化为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区域。

（四）分析模型
本研究涉及的分析模型为多元线性回归和路径分析。多元线性回

归模型具体如下：

Ｙ ＝ａ＋ｂ１Ｘ１＋ｂ２Ｘ２＋…ｂｉＸｉ

　　其中，Ｙ 表示因变量被访者的幸福感，Ｘ１，Ｘ２，…，Ｘｉ 分别表示
模型中的自变量以及其他控制变量（详见实证分析部分），截距ａ表示
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均为０时，因变量Ｙ 的平均取值；回归系数ｂｉ 表示
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自变量 Ｘｉ 每变化一个单位，因变量 Ｙ
的平均变化情况。
路径分析模型是递归模型，即模型因果联系全部为单向链条关系、

无反馈作用，且残差间未假设有相关存在的模型。如图３所示，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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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分析变量的描述统计
变量 百分比／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样本量

教育级别（括号内为编码）（％）
　小学及以下（＝１） １４．１　 ７６１
　初中（＝２） ３１．９　 １　７２３
　高中（＝３） ２３．２　 １　２９４
　职高／技校（＝４） ３．０　 １６２
　中专（＝５） ９．８　 ４９０
　大专（＝６） １１．６　 ６２６
　本科及以上（＝７） ６．４　 ３４３
性别（％）
　男（＝１） ４７．４　 ２　５５８
　女（＝０） ５２．６　 ２　８４２
婚姻状况（％）
　已婚（＝１） ８１．０　 ４　３７１
　未婚（＝０） １９．０　 １　０２８
健康水平（％）
　好（＝１） ６５．０　 ３　５０８
　一般（＝２） ２４．２　 １　３０９
　差（＝３） １０．８　 ５８３
党员身份（％）
　中共党员（＝１） １３．２　 ７１１
　非中共党员（＝０） ８６．８　 ４　６８９
户籍所在地（％）
　本地（＝１） ９０．１　 ４　８６６
　外地（＝０） ９．９　 ５３４
单位性质（％）
　体制内（＝１） ６６．６　 ３　２０５
　体制外（＝０） ３３．４　 １　６１１
产业类型（％）
　第一产业（＝１） ６．９　 ３０９
　第二产业（＝２） ３１．０　 １　３８９
　第三产业（＝３） ６２．１　 ２　７８３
所在区域（地理）（％）
　东部地区（＝１） ５０．６　 ２　７３５
　中部地区（＝２） ２８．２　 １　５２１
　西部地区（＝３） ２１．２　 １　１４４
所在区域（市场化程度）（％）
　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１） ６０．５　 ３　２６８
　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０） ３９．５　 ２　１３２
扩招前后（％）
　２００２年之后（＝１） １０．６　 ５７５
　２００２年之前（＝０） ８９．４　 ４　８２５
教育年限 １０．５５４ （３．２７９） １８　 １　 ５　３９９
收入水平 １０４７．１５６（１３１６．４４８） ３３３３３．３３２　 ０　 ５　１５６
收入水平取对数 ６．３２４ （１．６３７） １０．４１４　 ０　 ５　１５６
年龄 ４１．８７５ （１３．４０６） ７０　 １８　 ５　４００
年龄平方 １９３３．２４６（１１７９．７８３） ４　９００　 ３２４　 ５　４００
父亲教育年限 ６．４３７ （４．７１９） １８　 ０　 ５　０２０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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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教育年限、收入水平与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的路径模型７

７．经检验，模型中各外生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较低。

和收入水平取对数为内生变量，它们均受到模型中其他可观测变量的
影响。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年龄、年龄平方、性别、单位性质、产业类
型、父亲教育年限、所在区域、党员身份、户籍所在地和健康水平则为外
生变量，主要由模型以外的其他因素所决定，类别变量在纳入模型时均
进行虚拟化处理。模型估计采用最大似然法，其中涉及的因果链主要
有两条：一是包括教育年限在内的变量如何作用于收入水平，二是教育
年限、收入水平等变量如何影响幸福感。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教育程度对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的总体影响
表３采用逐步回归方法系统讨论与检验了教育程度对中国城市居

民幸福感的影响。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性别与城市居民幸福
感呈显著的负向关系，即男性的幸福感低于女性。婚姻状况与城市居
民幸福感呈显著的正向关系，即已婚居民幸福感高于未婚居民。年龄
与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关系呈正 Ｕ型，即随着年龄的增加，城市居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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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随之降低，但到达一定岁数后，他们的幸福感就开始上升。城市
居民的健康状况越好，他们对幸福的感知程度也越高。从理论比较的
角度来看，上述结果均与以往国外研究结论相似。此外，党员身份对城
市居民的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共产党员的幸福感高于非共产党
员。在不同的区域内，城市居民对幸福的感知程度也有所不同。相比
较而言，东部地区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居民。
然而，户籍所在地和单位性质却对城市居民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
教育年限与城市居民幸福感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教育年限每增

加１年，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平均增加０．０４１。将教育程度分成不同的
级别就会发现，教育程度并不与城市居民幸福感呈现简单的线性关系。
教育级别模型结果所示，与仅接受过小学及以下教育的城市居民相比，
接受过初中和职高／技校教育的城市居民并没有感到更加幸福；接受过
高中、中专、大专和本科及以上教育的城市居民则感觉更幸福，但其标
准化系数均约为０．１０，这说明它们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并没有显
著差异。研究结果证明了假设１。笔者认为，由于城市地区的工业化
和市场化水平较高，只有学历层次较高和技能水平较强的劳动力才符
合城市产业转型和经济发展的需求，所以，这部分群体可以获得更多就
业机会、更高职业地位和更好的经济收入，他们对幸福感知程度也会更
强。相比较，很多拥有中等学历文凭（特别是初中学历）的低素质劳动
力逐渐边缘化，其幸福感与小学及以下学历的居民没有多大差别，处于
较低的水平。因此，在教育程度方面，接受过高中、中专和大学以上教
育的城市居民是感觉最幸福的群体。
教育年限＋收入水平模型结果显示，加入了收入水平取对数后，

Ｒ２ 从０．２１７增加到０．２４３，模型的解释力得到了一定幅度的提升。收
入水平取对数与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在控制了其
他变量的情况，收入取对数每增加一个单位，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平均增
加０．１３２。而且，在引入收入水平变量后，教育年限虽然对城市居民幸
福感仍然呈现显著的正向效应，但其影响效应却逐渐减弱。这说明教
育程度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部分是通过收入水平来实现的，研究
结果证明了假设２。
教育年限与年龄交互模型结果显示，加入了教育年限与年龄的交

互项后，模型的解释力并没有得到提高，且对城市居民幸福感没有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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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教育程度与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分析模型（ＯＬＳ）

变量 教育年限模型 教育级别模型
教育年限＋收入
水平模型

教育年限与年龄
交互模型

性别（男性＝１） －０．１２９＊＊＊（０．０２６）－０．１２３＊＊＊（０．０２６）－０．１７４＊＊＊（０．０２７）－０．１７３＊＊＊（０．０２７）
年龄 －０．０９６＊＊＊（０．００７）－０．０９１＊＊＊（０．００７）－０．０９６＊＊＊（０．００７）－０．０９０＊＊＊（０．００９）
年龄的平方 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婚姻状况（已婚＝１） ０．４３５＊＊＊（０．０４０） ０．４４２＊＊＊（０．０４０） ０．４４３＊＊＊（０．０４０） ０．４４７＊＊＊（０．０４０）
党员身份（中共党员＝１）０．２１９＊＊＊（０．０４０） ０．２０２＊＊＊（０．０４０） ０．１９９＊＊＊（０．０３９） ０．２０１＊＊＊（０．０３９）
健康水平（较好为参照）
　中等 －０．５７０＊＊＊（０．０３１）－０．５６９＊＊＊（０．０３１）－０．５５５＊＊＊（０．０３１）－０．５５４＊＊＊（０．０３１）
　较差 －１．０８０＊＊＊（０．０４５）－１．０８１＊＊＊（０．０４５）－１．０５９＊＊＊（０．０４５）－１．０６１＊＊＊（０．０４５）
户籍所在地（本地＝１） ０．０２３ （０．０４５） ０．０３４ （０．０４５） ０．０５０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６）
所在区域（东部地区为参照）
　中部地区 －０．１１２＊＊＊（０．０３１）－０．１１８＊＊＊（０．０３１）－０．０４８ （０．０３１）－０．０４８ （０．０３１）
　西部地区 －０．１４１＊＊＊（０．０３４）－０．１４６＊＊＊（０．０３４）－０．０６９＊ （０．０３４）－０．０７１＊ （０．０３５）
单位性质（体制内＝１）－０．０１８ （０．０３１）－０．０２０ （０．０３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１）－０．００５ （０．０３２）
教育年限 ０．０４１＊＊＊（０．００５） ０．０２６＊＊＊（０．００５） ０．０４４＊＊ （０．０１５）
教育级别（小学及以下为参照）
　初中 ０．０６７ （０．０４５）
　高中 ０．１６１＊＊＊（０．０４８）
　职高／技校 ０．１０８ （０．０８４）８
　中专 ０．３１４＊＊＊（０．０５８）
　大专 ０．３６０＊＊＊（０．０５６）
　本科及以上 ０．４９３＊＊＊（０．０６８）
收入水平取对数 ０．１３２＊＊＊（０．０１１） ０．１３１＊＊＊（０．０１１）
教育年限与年龄的交互项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常数项 １．５０７＊＊＊（０．１５９） １．６６６＊＊＊（０．１５３） ０．７９９＊＊＊（０．１７０） ０．５５９＊ （０．２４８）
Ｒ２　 ０．２１７　 ０．２２０　 ０．２４３　 ０．２４３
Ｐｒｏｂ＞Ｆ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Ｎ　 ４　８１４　 ４　８１４　 ４　６２２　 ４　６２２
　　注：１．双尾检验统计显著度：＊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２．括号内为标准误。

８．职高／技校的统计数值不显著有可能和该选项的样本量较少相关。

影响。因此，研究结果不能证明假设３。笔者认为，这主要与中国的社
会保障制度有密切关系。当个人因生理机能衰退（如退休）离开劳动力
市场的时候，其生活来源主要依靠社会保障与福利救济。然而，由于目
前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健全，导致了个人因社会等级形成的差异（如
教育、收入、社会地位）并未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消失，最终没能弱化社会
不平等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效应。

（二）市场化效果：不同空间条件下，教育回报对中国城市

　　 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图４运用路径分析的方法分解教育程度对幸福感的直接作用和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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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作用，并将样本划分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和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分
别探讨了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关系。３个模
型的ＲＭＳＥＡ指数均小于０．０５，ＣＦＩ指数均大于０．９００，表明模型的拟
合优度较好、解释能力较强。总体来说，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
教育程度的直接效应（０．０８５）和通过收入水平影响的间接效应（０．０４４）
都对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教育程度对城市居
民幸福感的影响路径是多样化的。如图４（ｂ）和４（ｃ）所示，无论在市场
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还是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
的情况下，教育程度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直接效应均呈现显著的正向
影响，标准化系数分别为０．０８９和０．０７５。此外，教育程度同样能通过
收入水平路径影响城市居民的幸福感，路径系数都是显著的，前者的标
准化系数为０．０５１（０．２７７×０．１８４），后者的标准化系数为０．０４２（０．２５８
×０．１６４），这与图４（ａ）总样本的数据结果基本一致，研究结果证明了
假设４。相比较之下，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教育程度通过收入水
平的间接效应（０．０５１）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占教育程度总体效应
（０．１４０）的３６．４３％；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教育程度通过收入水
平的间接效应（０．０４２）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略低，占教育程度总体
效应（０．１１７）的３５．８９％。但二者的差别不大，因此，不能证明假设５。

（三）扩招效果：不同时间条件下，教育回报对中国城市居

　　 民幸福感的影响
　　图５同样运用路径分析方法，分解了教育程度对幸福感的直接作
用和间接作用，并将样本划分成高等教育扩招前和扩招后两部分，分别
探讨了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关系。３个模型
的ＲＭＳＥＡ指数均小于０．０５，ＣＦＩ指数均大于０．９００，表明模型与数据
的适配程度较好，由此得出的估计结果是可靠的。在控制了其他变量
的情况下，教育程度对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
直接效应为０．０８５，通过收入水平路径影响的间接效应为０．０４４（０．２５９
×０．１６８），因此，教育程度对城市居民幸福感影响的总效应为０．１２９
（０．０８５＋０．２５９×０．１６８）。这说明教育程度越高，城市居民幸福感会越
强。而且，教育程度对幸福感的影响主要通过直接影响和收入水平路
径两种方式实现。然而，当我们将样本划分成高等教育扩招前和扩招
后时却得出差异性的数据结果。高等教育扩招之前，在控制了其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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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尾检验统计显著度：＊ｐ＜０．０５；图中的路径系数为标准化系数

图４：在市场化程度不同的地区中教育程度、

收入水平与城市居民幸福感的路径分析模型１２

９．传统意义上，路径分析和结构方程的模型拟合优度评价一般采用卡方检验，但卡方检验对
样本规模十分敏感，故本研究选择不易受到样本规模影响的ＲＭＳＥＡ指数和ＣＦＩ指数作为评
判模型优劣的标准。详细的理论解释可见 Ｈｕ　Ｌ．和Ｂｅｎｔｌｅｒ　Ｐ．Ｍ．于１９９９年发表的“Ｃｕｔｏｆｆ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ｆｏｒ　ｆｉｔ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ｉｎ　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ｖｅｒｓｕｓ　ｎｅｗ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一文。

１０．ＲＭＳＥＡ指数小于０．０５，说明整体模型与实际数据适配程度较优；ＲＭＳＥＡ指数值域范围
在０．０５到０．０８之间，表示整体模型的适配程度合理。

１１．当ＣＦＩ指数大于０．９００时，整体模型与实际数据间的适配程度被认为可被接受的。

１２．限于文章篇幅，实证分析部分仅报告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与幸福感之间关系的数据结果。

素的情况下，教育程度的直接效应（０．０７２）和通过收入水平影响的间接
效应（０．０４５）与城市居民幸福感均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这与图５（ａ）
总样本的数据结果基本一致，研究结果证明了假设６。相比较而言，高
等教育扩招之后，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情况下，虽然教育程度直接效应
（０．１４０）对城市居民幸福感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教育程度通过收入
水平影响城市居民幸福感的间接效应却变得不显著了。也就是说，在
这期间，教育程度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主要通过直接效应来实现
的，教育文凭贬值和收入回报的压缩效应，导致教育回报对城市居民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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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感没有任何影响。研究结果证明了假设７。

双尾检验统计显著度：＊ｐ＜０．０５；图中的路径系数为标准化系数

图５：高等教育扩招前后教育程度、收入

水平与城市居民幸福感的路径分析模型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将教育程度视为一种可带来收益的知识技能，并将之作为
衡量劳动力素质的重要指标，运用ＣＧＳＳ２００５数据，从不同角度分析了
它与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关系特征。研究发现，教育程度对中国城
市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二者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
与小学及以下学历的城市居民相比，部分拥有中等学历的个体并没有
感觉更幸福；幸福感最高的群体分别为拥有高中、中专和大学以上学历
的居民。在控制了收入水平因素下，教育程度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
响效应逐渐减弱，这说明教育程度对幸福感的影响部分是通过收入水
平途径来实现的。然而，在不同的空间和时间条件下，教育程度、收入
水平与幸福感之间关系却呈现差异化的结果。无论对于市场化程度较
高或较低的地区，教育回报对城市居民幸福感均呈现正向影响，即城市
居民的收入水平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加，并最终促进他们对幸福
的感知程度，但这种教育回报效应在市场化程度不同地区显现的差别并
不明显。从不同的时间条件来看，在高等教育扩招前，教育回报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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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影响效应在扩招后则变得不显著。
以上结果表明，从教育的社会经济意义上而言，随着我国市场化进

程的日益加快，教育回报已经成为影响城市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这意味着中国城市居民的幸福获得模型与大多数国家的情况相一致

（Ｒｏｓｓ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ｇｅｎ，１９９７；Ｆｒｅｙ　ａｎｄ　Ｓｔｕｔｚｅｒ，１９９９；Ｔｓｏｕ　ａｎｄ　Ｌｉｕ，２００１）。
当引入不同的条件变量进行分析时，本研究发现，与一些西方国家类
似，中国城市居民的幸福感也出现了“教育回报失灵”现象，即教育程度
对幸福感的影响并没有通过收入水平这一途径来实现，教育回报无法
促进城市居民幸福感的提高。对此，西方幸福理论的解释主要立足于
微观个体层面，一种观点认为，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本身对自我的期望就
比较高，这导致了他们在工作与生活时常处于紧张、压力、焦虑的状态
（Ｃｌａｒｋ　ａｎｄ　Ｏｓｗａｌｄ，１９９４）；另一种观点认为，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具有较
强的优越感，一旦遇到突发状况，例如暂时性失业，他们的相对剥夺感
也会比其他人更强烈，直接降低了其对幸福的感知程度（Ｗｉｌｓｏｎ，１９６７；

Ｌａｙａｒｄ，２００６）。然而，在笔者看来，幸福感不仅是个体评价自己生活质
量的指标，更为重要的是体现社会满足民众需求的程度，勾勒出实现民
众幸福的最佳社会模型（Ｖｅｅｎｈｏｖｅｎ，１９９２）。１３也就是说，居民幸福感
可以理解为一种社会秩序作用于个体层面的结果产物。不同的社会形
态和客观条件将导致教育回报的差异性，这对身处其中的居民幸福会
产生不同的影响。所以，笔者认为，从社会结构与微观个体之间的关系
来解释城市居民幸福感中的“教育回报失灵”现象似乎更为恰当。

１３．参见：Ｖｅｅｎｈｏｖｅｎ，Ｒｕｕｔ（１９９２）．“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ｓ．”Ｗｏｒｌｄ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ｏｆ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ｓ．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ｏｒｌｄ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ｏｆ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ｅｕｒ．ｎｌ／．

在教育回报方面，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
劳动者的工资主要取决于人力资本的高低。劳动者可通过教育、培训
或积累经验等途径实现的人力资本增值，有利于提高他们在劳动力市
场中获得的经济回报。然而，这种观点却遭到“新结构主义”的批评，即
认为人力资本理论忽视了结构存在的价值，现实中的市场并不具有纯
粹的竞争性、统一性和完全性，而是受到非经济因素的联合制约
（Ｓｍｉｔｈ，１９９０）。在此，市场力量被弱化、分割成多种特征各异的部门。
各部门的资源配置方式会因市场、社会和制度因素的不同组合，形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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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独特专属的分配规则和运作逻辑。这将导致人力资本在某些劳动力
市场的经济回报可能受到限制（刘精明，２００６ｂ；李培林、田丰，２０１０）。
因此，笔者认为，本文发现的“教育回报失灵”现象并不是由教育本

身或个人因素所引起的，可能是影响教育回报的结构性特征———分割
的劳动力市场———促使居民对幸福的感知程度产生差异。长期以来，
除了技术效率外，中国分割的劳动力市场更多来源于历史遗留问题和
转型时期阶段特征，特别是以户籍身份、行业垄断、所有制等为核心的
制度性阻隔或部门自有保护模式。所以，对于具有人力资本优势的个
体而言，他们可能会因这些阻隔被排除于某些职业和岗位之外，无法实
现在劳动力市场的自由流动。而且，受阻隔的职业和岗位往往从属于
垄断程度高或被体制保护的行业，在这种情况下，人力资本、生产效能
与劳动力价格之间的关系被逐渐削弱和边缘（罗楚亮、李实，２００７）。相
较于其他行业，无论教育程度高低，劳动者一旦进入这些职业和岗位，
都能获得较好的经济回报、福利待遇和发展前景。综上所述，尽管中国
的市场化程度在不断提高，人力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也发挥着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但劳动力市场的多重二元的分割格局仍然制约人力资本在
某些职业、行业或岗位的影响力度，由此衍生的就业歧视和收入不平等
现象让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劳动者感到沮丧和受挫，在一定程度上降
低了他们对幸福的感知程度。１４

１４．本研究发现，在不同空间条件下，无论对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和较低地区，教育回报对城市
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并无差异性。这亦与多重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自１９９６年开始，大学生就业从计划经济时期的“统
招统分、毕业分配”过渡到“供需见面、双向选择为主”，并逐步建立以市
场为导向的自主择业的就业制度。事实上，一方面，就业市场化政策将
毕业生以原子化形式推向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以企业为载体的雇佣
方却以各种制度性歧视或选择性偏好，堵塞劳动力市场正常匹配交易
的渠道。更为严重的是，在２０００年左右，随着高等教育扩招后第一批
应届生毕业，大量劳动力供给涌入劳动力市场，更加剧了分割劳动力市
场对就业的负面影响，高校人才培养的供给量远高于社会需求的岗位
数。原本具有竞争力的学历文凭在教育规模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出现了
贬值效应，这导致了大学生面临就业难、找不到与学历相匹配职位的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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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并产生了与自己期望不相符的失望，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
距严重削弱了他们的幸福感。
以往西方学术界将微观因素视为解释个体幸福感的核心环节，忽

视了社会力量存在的价值。本研究遵循后者的立场，强调结构变量的
决定作用，通过对比不同市场化程度区域和高校扩招前后时点，找出造
成教育回报对个体幸福感产生差异影响的根源———分割的劳动力市
场。然而，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并未从多个角度验证在不同维度的劳动
力市场分割下教育回报与个体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特征，这些不足需要
在以后的研究中加以分析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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